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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调理剂作用下的污泥生物干化有机质降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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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不同调理剂作用下污泥生物干化过程中的有机质降解情况, 分别使用可循环调理

剂(T1 组)、负载 TiO2 的可循环调理剂(T2 组)、陶粒(T3 组)对污泥进行生物干化, 分析各阶段挥

发分、E4/E6 等常规理化指标, 探究了水解酶类和过氧化物酶活性, 以及相应降解底物蛋白质、

脂肪酶、纤维素和木质素等的含量变化. 结果表明, 各组关键酶活性与相应底物降解率呈正相关, 
在生物干化前期水解酶类发挥主导作用, 后期过氧化物酶活性逐渐增强. 经生物干化后, T1 组木

质素、碳水化合物降解程度最高, T2 组蛋白质、纤维素降解程度最高, T3 组脂肪降解程度最高. 因

此, 可循环调理剂对有机质降解促进效果更好, 可作为污泥生物干化调理剂使用, 以促进污泥减

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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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市政污泥产量急剧增加, 市政污

泥含水率和有机质含量高、易腐、含有大量病原微

生物, 未经处理的污泥随意堆放易造成二次污染, 
影响环境且危害人体健康[1]. 目前生物干化是处理

和利用污泥的有效办法, 其特点是不需外加能源, 
利用有机物降解产生的生物热促进水分蒸发, 快

速去除水分[2]. 生物干化过程与好氧堆肥相似, 都

是基于好氧发酵原理的生物处理方式, 前者旨在

快速实现脱水减量, 产物可作为生物质燃料、土壤

改良剂等实现资源化利用[3-4], 后者侧重于堆肥产

品的稳定性和成熟度, 用于生产满足施用标准的

有机肥[5]. 因此, 生物干化被认为是实现污泥减量

化及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想选择[6].  
由于污泥含水率高、碳氮比低, 生物干化中常

添加调理剂调节堆体间隙率和物料含水率, 并优

化碳氮比, 从而提升干化效果[7]. 近年来, 有研究

使用有机调理剂如锯末、秸秆、稻草等取得较好效

果[8-10], 然而此类有机调理剂在生物干化过程中会

逐渐降解, 难以有效筛分, 增加成本, 在收集、运

输方面存在困难以及安全隐患, 故其应用受到限

制[11]. 因此, 可重复使用的调理剂逐渐受到关注, 
有研究使用浮石、可回收塑料、陶粒等作为调理剂

对污泥进行好氧堆肥, 均达到较好的效果[12-14]. 近

年来, TiO2 由于其低毒性、高化学稳定性被广泛应

用于环境有机污染物的降解、水污染中蛋白质的光

降解[15-16]. 基于此, 本研究采用硅酸盐基可循环调

理剂(T1 组)、负载 TiO2 的可循环调理剂(T2 组)、
陶粒(T3 组)对污泥进行生物干化.  

有机质组分含量变化可反映生物干化效率, 
表征干化进程, 而生物干化堆体物料中有机质的

降解受微生物分泌的各类特定功能酶的调控 [17]. 
特定酶活性的变化可以反映特定物质代谢速度和

与之相关的微生物活动的强弱, 也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产物的腐熟程度[18-19].  
本研究将污泥、餐厨垃圾协同进行生物干化, 

分别使用可循环调理剂、负载 TiO2 的可循环调理

剂、陶粒调理剂, 测定理化参数、酶活性指标、有

机质各组分含量, 评价生物干化效果, 总结生物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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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酶活性以及有机质含量变化

影响, 明确相关酶活性与有机物含量降解变化规

律, 为进一步优化生物干化工艺提供酶活调控参

数[20].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研究所用堆肥物料包括污泥、餐厨垃圾、锯末、

陶粒、可循环调理剂、负载 TiO2 的可循环调理剂. 
实验在宁波大学实验室进行, 研究所用污泥为宁

波市某污水处理厂离心脱水污泥; 餐厨垃圾取自

宁波大学食堂, 为 1 cm 的碎料, 以便获得均匀的

粒度在反应器中进行充分混合; 锯末直径为 0.2 cm, 
陶粒直径为 1.5 cm, 均购于江苏省镇江市. 所用的

可循环调理剂为实验室自行研制, 为边长 3 cm 的

立方体, 由硅酸盐、火山岩、沙子、偏高岭土和生

物炭组成(负载 TiO2 的可循环调理剂是将锐钛矿晶

型纳米 TiO2 与去离子水经超声分散混合为乳浊液

涂刷在调理剂表面, 烘干后进行反复涂刷、自然风

干、碰撞测试操作, 直至调理剂表面形成牢固附着

的 TiO2 涂层). 所用原料的理化性质见表 1.  

表 1  堆体物料的理化性质 

干化

原料 
含水率/ 

% 
挥发分/ 

% 
pH 

电导率/ 
(mS·cm-1) 

容重/ 
(g·cm-3) 

城市

污泥 
81.85±0.11 47.16±0.03 7.21±0.11 1.09±0.06 0.77±0.03 

餐厨

垃圾 
65.72±0.16 87.96±0.03 5.23±0.16 0.53±0.05 0.73±0.02 

锯末 9.23±0.05 96.99±0.02 7.03±0.05 0.13±0.02 0.13±0.02 
陶粒 9.6±0.01 25.23±0.02 7.34±0.08 0.75±0.03 0.67±0.02 
可循

环调

理剂 

9.53±0.01 - - - - 

1.2  试验设计 
分别在 3 个发酵桶中建立 3 组堆体(T1、T2、

T3), 发酵桶为圆柱状高密度聚乙烯材料反应器 , 
有效容积 50 L, 底部为开孔率 20%的不锈钢隔板. 
T1 原料为污泥、餐厨垃圾、锯末、可循环调理剂; T2
原料为污泥、餐厨垃圾、锯末、负载 TiO2 可循环

调理剂; T3 原料为污泥、餐厨垃圾、锯末、陶粒. 均

以 3:1:1:1 混合质量比组成. T1、T2、T3 初始含水

率分别为 64.31%、65.81%、65.32%. 在 21 d 的生

物干化周期内, 每 3 d 进行一次翻抛和取样, 采用

鼓风机间歇性曝气, 通风量为 0.15 m3·(min·m3)-1, 
通风周期为通风开启 15 min, 关闭 45 min, 21 d 内

重复循环.  

1.3  分析方法 
在生物干化过程中, 每 3 d 从堆体的上、中、

下层取料混匀后测其理化性质(使用温度计每天测

定两次温度, 多点测定取平均值). 测定参数均设

置 3 个重复样. 试验中理化指标、酶活性、有机质

组分含量测定方式见表 2.  

表 2  试验各参数测定方式 

测定

指标 
参数名称 测定方式 

温度 温度计 
含水率 容重法[21] 

挥发分 容重法[21] 
pH pH 计 

电导率 电导率仪 

理化

指标 

E4/E6 分光光度法[22] 

中性蛋白酶 微量法中性蛋白酶活性检测试剂盒 
脂肪酶 微量法脂肪酶(LPS)活性试剂盒 

α-淀粉酶 DNS 比色法 α-淀粉酶(α-AL)活性检

测试剂盒 

纤维素酶 微量法纤维素酶(S-CL)活性检测试

剂盒 

酶活

性 

木质素过氧化

物酶 
微量法木质素过氧化物酶(Lip)试剂

盒 

蛋白质 BCA 法蛋白含量测定试剂盒 
脂肪 索氏提取法[23] 

碳水化合物 蒽酮比色法[24] 

有机

质组

分含

量 纤维素 微量法纤维素(CLL)含量试剂盒 

 木质素 微量法木质素含量检测试剂盒 
注: 测定所需检测试剂盒均购于上海岚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具体

试验步骤参照其说明书. 

2 结果与讨论 

2.1  常规指标 
2.1.1 温度 

生物干化过程中各堆体温度变化如图 1 所示. 
3 个堆体在生物干化过程中温度均呈先升高后降低

的趋势, 生物干化初期, 微生物逐渐分解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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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大量热量使堆体迅速升温, T1、T2、T3 分别在

第 3、3、2 d 到达了高温期(50 ℃以上), 峰值分别

为 59.7、61.2、62.2 ℃. 3 组堆体维持在高温期的时

间分别为 6、6、5 d, 且最高温度达到 60 ℃左右, 有

利于杀灭病原菌和寄生虫卵[25]. 生物干化经历高

温期后逐渐趋于室温.  

 
 0      5       10     15       20 

  时间/d 

图 1  生物干化过程中温度变化 

2.1.2 含水率 

在生物干化过程中, 高温及通风操作使堆体

水分蒸发, 堆体含水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图 2), T1、

T2、T3 的含水率由 64.3%、65.8%、65.3%分别降

至最终的 52.9%、51.2%、53.3%, 水分去除率分别

为 17.8%、22.2%、18.5%. 结果表明, T1、T2、T3
的水分去除效果相近, T2 使用添加 TiO2 的调理剂

对堆体含水率的降低略有优势.  

 
 0   3    6   9   12   15   18  21 

 时间/d 

图 2  生物干化过程中含水率变化 

2.1.3 pH 

在生物干化中 pH 可影响微生物生命活动, 进

而影响有机物分解, 也会影响酶活性及有机质降

解性能[26]. 一般认为, 适宜好氧发酵的 pH 值应控

制在 5.2~8.8 之间, 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27]. 

如图 3 所示, 各组堆体在生物干化前期呈中性, 进

入高温期后堆体 pH 值激增, 降温期逐渐下降. 生

物干化初期, 有机酸被微生物分解, 物料 pH 升高, 
T1、T2、T3 分别在第 6、3、3 d 达到最高 pH 值

8.18、8.47、8.43, 随着高温期嗜热菌生命活动变得

旺盛, 微生物代谢产生的有机酸逐渐积累导致 pH
下降, 生物干化结束时各堆体 pH 值分别为 6.32、

6.52、7.03, 均在适宜范围内.  

 
 0   3    6   9   12   15    18   21 

 时间/d 

图 3  生物干化过程中 pH 变化 

2.1.4 电导率 

电导率(EC)反映了浸提液中盐基离子的浓度, 
即可溶性盐的含量, 是表明样品含盐成分、含离子

成分、含杂质成分等的重要指标[28]. 堆体 EC 均呈

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图 4), 随着生物干化的进行, 
微生物分解有机质释放无机盐, 堆体电导率升高, 
T1、T2、T3 均在第 6 d 达到最高值, 分别为 0.67、

0.96、0.92 mS·cm-1. 微生物在高温期利用物料中可

溶性盐维持自身生命活动, EC 逐渐下降. 生物干化

产物 EC 均小于 3 mS·cm-1, 表明产物中的可溶性盐

对植物没有毒害作用[29].  

 
 0   3    6   9   12   15    18   21 

 时间/d 

图 4  生物干化过程中电导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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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4/E6 
腐殖化系数 E4/E6 为腐殖酸溶解离子在 465 和

665 nm 的光密度比, 是生物干化稳定性和产品成

熟度的重要指标[30], E4/E6 愈小, 腐殖质的缩合度

和芳构化程度愈高. 3 组堆体的 E4/E6 均随着生物

干化的进行逐渐下降(图 5), 表明小分子腐殖酸开

始转化成大分子腐殖酸, 分子量增加, 缩合度增大, 
干化产品得到腐熟[31]. 干化结束后 E4/E6 值分别为

2.4、2.61、2.82, 产品 E4/E6 值在 1.5~1.9 时表明成

熟[32], 本研究各干化产品的值均大于 1.9, 表明生

物干化的周期过短导致产品腐殖化程度不够高.  

 
 0   3    6   9   12   15   18  21 

 时间/d 

图 5  生物干化过程中 E4/E6 变化 

2.1.6 挥发分 
图 6 所示为生物干化中挥发分固体(VS)含量

变化. 3 组堆体的 VS 随着生物干化的进行持续下降, 
且 VS 的下降速率在升温期和高温期相较于降温期

更快. T1、T2、T3 在生物干化后有机质含量分别下

降了 13.9% 、12.4% 、6.7% , 其中 T3 组 VS 下降

最少, 即陶粒和锯末以 1:1 混合作为调理剂时, VS
降解率最低.  

 
 0   3    6   9   12   15   18  21 

 时间/d 

图 6  生物干化过程中挥发性固体含量变化 

2.2  生物干化中酶活性变化 
好氧发酵过程中所产生的酶大部分都属于基

质诱导型, 即在堆体中某种酶的产生是由于出现

了具有与该种酶相对应的底物种类[33]. 参与生物

干化过程的酶主要有水解酶和氧化还原酶两种. 
分析它们在生物干化各过程的活性变化有助于探

究干化物料有机质成分转化的内在生化机理.  
2.2.1 水解酶活性变化 

本研究选取的水解酶有中性蛋白酶、脂肪酶、

α-淀粉酶、纤维素酶, 由图 7(a)和图 7(b)可以看出,  
3 组堆体的蛋白酶和脂肪酶活性在 21 d 内均呈先上

升后降低的趋势, T1、T2、T3 的蛋白酶活性均在高

温期第 3 d 达到最高, 分别为 0.76、0.83、0.69  
μmol·(min·g)-1, 其中 T2 蛋白酶活性始终极显著高

于 T1、T3 (P<0.01). T1、T2、T3 的脂肪酶活性同

样在第 3 d 达到峰值, 分别为 28.95、24.95、31.72  
μmol·(min·g)-1, T3 的脂肪酶活性一直极显著维持

在较高水平(P<0.01), 表明 T3 中脂肪酶促进堆体

中脂肪降解的能力强, 干化后期各组脂肪酶活性

降低并逐渐趋于稳定.  
α-淀粉酶是一种液化型、内切型淀粉酶, 它从

淀粉的非还原末端水解底物的 α-葡萄糖苷键, 能

够作用于淀粉, 将其水解成长短不一的糊精及少

量的低分子糖类、葡萄糖和麦芽糖[34]. 根据图 7(c), 
T1、T2、T3 的 α-淀粉酶活性变化趋势各不相同. T1
的 α-淀粉酶活性先上升至第 3 d 的峰值 28.19  
μmol·(min·g)-1 后降低, 第 15 d 活性降至最低值

25.47 μmol·(min·g)-1 后有小幅上升; T2 的 α-淀粉酶

活性随干化时间呈先上升后下降变化, 在第 3 d 达

到最高值 20.67 μmol·(min·g)-1; 而 T3 酶活性在初

始时最大值 18.88 μmol·(min·g)-1 后小幅下降; T1 中

α-淀粉酶活性始终极显著高于 T2、T3 (P<0.01), 可

见 T1 中微生物对淀粉进行降解的生化反应剧烈.  
纤维素酶是参与纤维素水解的关键酶, 从图

7(d)可以看出, 3 组堆体纤维素酶活性都呈先上升

后降低的趋势, 虽上升速率各有不同, 但均在第

15 d 达到最高酶活性, 分别为 182.27、187.49、

166.79 μmol·(min·g)-1, 但从高温期开始各组纤维

素酶活性已经开始增强且始终处于较高水平, 生

物干化结束时仍在 150 μmol·(min·g)-1 以上, 其中

T2 组纤维素酶活性一直显著高于 T1、T3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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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氧化还原酶活性变化 
在生物干化后期腐殖化过程中, 氧化还原酶

起主要作用. 本研究选取了氧化还原酶中的木质

素过氧化物酶, 它可以降解结构复杂且不规则的

大分子难降解有机物木质素, 同时其活性也可表

明生物干化的进程[35]. 从图 7(e)可以看出, T1、T2、

T3 木质素过氧化物酶活性均呈逐渐上升趋势, 在

生物干化后期达到最高值, 分别为 28.19、19.29、

18.88 μmol·(min·g)-1, 其中, T2、T3 的木质素过氧

化物酶活性无显著差异(P>0.05), T1 酶活性极显著

高于 T2、T3 (P<0.01), 表明 T1 堆体加入可循环调

理剂进行生物干化有助于提高木质素过氧化物酶

活性, 从而加快木质素的降解速率.  
由图 7 各组酶活性变化情况可以得出, 蛋白

酶、脂肪酶、α-淀粉酶活性均在各堆体进入高温期

后达到峰值, 经历高温期后酶活性逐渐降低, 纤维

素酶活性从各组堆体进入高温期开始到降温期一

直保持较高活性, 木质素过氧化物酶在生物干化

降温期逐渐发挥作用. 生物干化过程中, T1 组 α-淀
粉酶、木质素过氧化物酶活性最高, T2 组蛋白酶、

纤维素酶活性最高, T3 组脂肪酶活性最高.  
2.3  有机质及其组分含量变化 
2.3.1 蛋白质含量变化 

在生物干化期间, 微生物分泌的蛋白酶将蛋

白质降解为氨基酸, 通过脱氨作用进一步产生氨

和有机酸[36]. 蛋白质含量呈缓慢下降趋势(图 8(a)), 
T1、T2、T3 堆体的初始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6.61、

6.28、5.80 mg·g-1, 在生物干化结束后蛋白质含量为

6.26、5.90、5.52 mg·g-1, T1、T2、T3 经 21 d 的生

物干化后蛋白质分别降解了 5.30%、6.05%、4.83%, 
其中 T2 组蛋白质降解率最高.  
2.3.2 脂肪含量变化 

脂肪由脂肪酶分解为甘油和脂肪酸, 甘油和

脂肪酸在组织内经一系列反应被氧化成 CO2 及

H2O, 所释放的化学能供微生物生命活动[37]. 如图

8(b)所示, T1、T2、T3 的脂肪含量分别从初始的

22.13、27.86、25.81 mg·g-1 下降至 18.31、25.07、

21.10 mg·g-1, 降解率分别为 17.26%、10.00%、

18.25%, 且降解规律基本一致, 其中 T3 组脂肪降

解率最高.  
2.3.3 纤维素、木质素含量变化 

木质纤维素主要由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

组成, 其中纤维素占 40%~60%, 半纤维素占 20%~ 
35%, 木质素占 15%~30%, 生物干化周期内纤维

素和木质素这类难降解大分子有机物的分解和转

化对促进干化进程, 合成腐殖质有一定作用[37-38]. 
纤维素是堆肥微生物的能源物质和碳源[39], 如图

8(c)所示, T1 纤维素含量的主要下降区间在生物干

化后期第 15~21 d, T2 在第 0~3 d 纤维素含量快速下

降 , 后期逐渐趋于平稳直至干化结束 , T3 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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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生物干化中各阶段关键性酶活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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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d 纤维素含量快速下降, T1、T2、T3 分别降解

了 10.40%、12.70%、9.90%, T2 组纤维素含量降解

率最高, 表明生物干化耦合 TiO2 光催化能够在堆

体进入高温期后开始促进堆体中纤维素的降解.  
生物干化中结构复杂的木质素降解缓慢, 是

极难分解的物质之一, 研究木质素的降解规律有

利于提高生物干化过程中木质纤维素的降解性能. 
如图 8(d)所示, T2、T3 木质素降解缓慢, 生物干化

前 T1、T2、T3 的木质素含量分别为 8.23、10.49、

9.84 mg·g-1, 干化结束后含量分别为 6.12、9.44、

9.17 mg·g-1, T1 木质素含量降解率高达 25.60%, 结

合木质素过氧化物酶活性, T1 堆体木质素过氧化

物酶活性最高, 其木质素降解率最高, 干化结束后

含量最低.  
2.3.4 碳水化合物含量变化 

碳水化合物作为生物干化过程中的主要碳源, 
为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 由图 8(e)可以看出, 
各组堆体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在生物干化过程中均

呈下降趋势, T1、T3 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始终比 T2
高, T1、T2、T3 碳水化合物含量由初始值 137.80、

132.30、139.50 mg·g-1 分别降至生物干化结束值

117.30、115.70、126.60 mg·g-1, 生物干化周期内碳

水化合物降解率分别为 14.90%、12.50%、10.00%, 
T1 中碳水化合物降解最快.  

在生物干化前期, 堆体物料中含有充足的养

分, 微生物逐渐繁殖, 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易降

解的有机物先被降解, 进入高温期后微生物生命

活动逐渐旺盛, 纤维素、木质素这类难降解物质开

始逐渐被降解. 可循环调理剂参与的 T1、T2 组, 其

蛋白质、纤维素、木质素、碳水化合物的降解均优

于陶粒组, 可能是由于生物炭的加入增强了微生

物的活性, 从而促进了相关有机质的降解[40]. 其中

负载 TiO2 的可循环调理剂组蛋白质和纤维素降解

率高, 表明生物干化耦合 TiO2 光催化能够促进堆

体中蛋白质和纤维素的降解. 结合各组分酶活性

变化趋势可知, 有机质的各组分酶活性越高, 相对

应的底物降解率越高, 故各堆体生物干化过程中

酶活性与底物降解率呈正相关.  

3 结论 

本文使用硅酸盐基可循环调理剂、负载 TiO2

的硅酸盐基可循环调理剂和陶粒调理剂分别对污

泥进行生物干化, 结果表明: 生物干化后, 可循环

调理剂作用下堆体的木质素、碳水化合物降解率最

高, 负载 TiO2 的可循环调理剂作用下堆体的蛋白

质、纤维素降解率最高, 而以陶粒作为调理剂堆体

的脂肪降解率最高, 表明添加可循环调理剂比添

加陶粒更适宜生物干化的进行, 有机物各组分的

降解相对彻底, 能促进堆体减量化, 提高干化效果; 
各堆体生物干化过程中有机质的各组分酶活性越

高, 相对应的底物降解率越高; 生物干化升温期和

高温期水解酶活性较高, 木质素过氧化物酶活性

在高温期后开始逐渐增强, 促进难降解有机物木

质素的降解. 研究结果有助于明确生物干化各阶

段酶活性变化和有机质降解规律, 为生物干化进

程与有机质降解的深入研究提供相应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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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adation of organic matter in sewage sludge biodrying 
with different amendments 

WANG Xinyu1, WANG Kan1, ZHENG Guodi2,3, CHEN Ying1, CAI Lu1,4* 
( 1.School of Civi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Geography Scienc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2.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Ningbo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 Ningbo 315042, China )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egradation of organic matter in the sewage sludge biodrying with different 
amendments, this study used recyclable amendment (T1), TiO2-decorated recyclable amendment (T2) and 
ceramsite (T3) to conduct biodrying of sewage sludge. Basic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such as volatile solids 
and E4/E6 were analyzed at each stage. Activities of hydrolases and peroxidase were explored, and the changes 
of the corresponding degradation substrate protein, lipase, cellulose and lignin content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ctivities of key enzymes in each group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corresponding substrates. Furthermore, the hydrolases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biodrying. The activity of peroxidase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he later stage. After biodrying, the degradation 
degree of lignin in the T1, the degradation degree of protein and cellulose in the T2, and the degradation degree 
of fat in the T3 were the highest among all the tested samples. Therefore, the recyclable amendment has a better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degradation of organic matter and can be used as the biodrying amendment of sewage 
sludge to promote sewage sludge reduction. 
Key words: sewage sludge; biodrying; enzymatic activity; degradation of organic matter;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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